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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明清两朝中国观对比研究 1 

 

武  沐、杨博皓
2 

 

摘要：明清两朝的中国观有相当大的区别。明朝的“中国”多为“中央之国”之意，乃天下的“中
心”，“中国”的周边则居住着“四夷”或“四裔”，是王朝的边缘。“中国”与“四裔”共同组成
了王朝。清朝的“中国”与王朝在概念使用上基本一致，王朝即中国。两者虽然都反映出多民族
统一中国的特征，但前者强调“中国”是王朝的中心，后者同样强调统治民族的独尊，但认为中
国由各民族共有。从现实的角度衡量，多民族中国观更符合当今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明朝；清朝；中国观；异同辨析 

 

一、问题的由来 

 
历史上中国一词如何使用，在学术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观点为：（1）中国一词在古

代有抽象与具体之分。除中华民国外，历史上各朝均未将“中国”作为国号，但均可称为“中国”，

这一意义上的“中国”应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泛称，不涉及“中国”一词在各王朝的

定位与使用。（2）具体的“中国”有如下几层含义：一是指“中央之国”，即天下之“中心”。自

周朝以来形成“四方五服”格局后，中心论便已形成。但此处的“中国”并不代表一个王朝，只

表明是王朝的核心部分。而“中国”的周边则居住着“四夷”或“四裔”，他们是王朝的边缘。

“中国”与“四裔”共同组成王朝。在传统王朝观中，只有“中国”而缺少四裔的王朝是一个不

完整的王朝，而被历代推崇的王朝则管辖着众多的四裔，皇帝则为天下共主。二是地理概念，主

要指以长江、黄河流域以农耕为主的区域，其周边地区或为塞外或为边外或为荒蛮。三是指民族

与文化含义，“中国”主要指以汉族或汉文化为主的地区，周边为其他各民族及其所属的文化地

域，古人称之为“化外”之地，即汉族儒家教化之外的地方。四是指京师，《诗经·民劳》：“惠

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注：“中国，京师也”。《孟子·公孙丑》“我欲

中国而授孟子室”中的“中国”也是竟是的意思。在历代中国观中大多为具体含义上的中国观，

这与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国一词并不一致。与今日中国概念相吻合的是王朝，王朝是由“中国”与

“四裔”共同组成。它是以黄河、长江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与周边游牧民族长期互动的产物。3明

朝中国观总体上代表着传统中国观，但它与清朝的中国观有着明显的区别。清朝的中国观是继承

了元朝中国观的传统，并将在此基础上有了深入全面发展。对这一问题虽然已有学者涉猎，但仍

有细致研究的必要，本文略作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斧正。 
 

                                                        
1 本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3-25 页。 
2 作者：武沐，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杨博皓，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 
3 有关讨论，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李大

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 1 期；

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3 期；毕奥南：《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

国、疆域、版图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2 期；李方：《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2期；张文：《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3 期；吕文利：《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2013 年 3 期等。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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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中国观 

 
明朝的中国观主要是指具体意义上的中国。明初朱元璋曾遣使诏谕云南八番、西域、畏吾儿、

西洋、琐里、爪哇等国时云：“然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1这里朱元璋明确将中国与八

番、西域、畏吾儿等分开叙述。 
《大明一统志》通过一层层排列，为我们展现出明王朝眼中的中国、王朝与天下。其《图叙》

曰：“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
廷。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这实际上是将明王朝划

分为两京十三省与“外夷”两大部分。明朝统治者恪守着传统的汉文化至上的中国中心观，以两

京十三省为中国，主要居住着汉人以及沿边受明王朝直接管辖的其他民族，但这个中国并不是明

王朝的全部。在中国之外，《大明一统志》还记载了 50 个“外夷”，并根据这些外夷的远近以及

与明王朝关系的疏密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 
《大明一统志》将 50 个外夷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属于明王朝版图内的羁縻管辖区，

共有三个，即女真、西番与安西六卫（后发展为安西七卫）。《大明一统志》对于这三个外夷的表

述基本一致，如女真，“本朝悉境归附，自开原迤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卫一百八十
四、所二十，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俾仍旧俗，各统
其属，以时朝贡”。

2
在《大明一统志》中，女真、西番与安西六卫虽被称为外夷，实际上是按照

“内夷”对待的，管理的方式为羁縻。 

第二等级是明王朝版图之外，但属于接受册封的属国，共有七个：即朝鲜、日本、琉球、占

城、安南、满剌加、渤泥。以朝鲜为例，“本朝洪武二年）其主王颛表贺即位，赐以金印诰命，
封高丽王。二十五年，其主瑶昏迷，众推门下侍郎李成桂主国事，诏从。其自为声教，成桂更名
旦。徙居汉城，遣使请改国号，诏更号朝鲜。旦老，请以子芳远袭。永乐元年），赐芳远金印诰
命，冕服……自旦以来，时岁贡献不绝”。再如日本国，“本朝洪武四年，国王良怀遣使臣僧祖朝
贡，其后数岁一来，至今不绝。自永乐以来，其国王嗣立皆受朝廷册封”。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安

南国。永乐四年（1406），明朝在安南置交趾布政司，“郡县其地，置府十七、州五，领各州县”，

治所在交州府。宣德二年（1427），始封为安南王。后利篡暠而自立朝臣，“至今朝贡不绝”。至

此，安南国由明王朝的交趾布政司一步步变成“朝贡不绝”的外夷。 

第三等级同样是明王朝版图之外，但与明朝关系较为亲近，被表述为“朝贡不绝”的外夷，

包括火州、亦力把力、于阗、暹罗、爪哇、真腊、三拂齐、苏门答剌、西洋古里等。如火州，“本
朝其地名曰火州，城东七十里曰柳陈城……城西百里曰吐鲁番……永乐七年，火州遣使朝贡。宣
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吐鲁番万户赛因帖木儿、柳陈城万户瓦赤剌等具遣使贡马及玉璞，至今入
贡不绝”。又如于阗，“自汉至唐皆入贡中国，五代晋天福中其王李圣天自称唐宗属，遣使来贡，
册封为大寳于阗国王。宋建隆初，圣天遣使来贡，干德中又遣其子德从来贡。大中祥符初，其国
主汗王遣回鹘罗思温等入贡。嘉佑中，遣使罗思温献方物，请王号，乃以其国王为特进归忠保顺
果琳汗王。其国语谓金谓，果琳，黒韩葢汗之讹也。元丰中遣部领爱新上表称于阗国……元佑后
诏令间岁一至，讫于宣和朝享不絶。本朝永乐六年，头目达噜噶额布勒津遣使玛拉噶萨木丹等贡
玉璞”。较之上述被列为属国的外夷，这一等级的外夷与明王朝的关系相对疏远。 

第四等级是与明朝关系最为疏远，不常“贡方物”的外夷，共有撒马尔罕、哈烈、古麻剌、

拂菻、苏禄、彭亨、锁里、榜葛刺、天方、黙德那、古里班卒、锡兰山、白葛达、百花、婆罗、

吕宋、合猫里、碟里、打回、日罗夏治、阿鲁、甘巴里、忽鲁谟斯、忽鲁母恩、柯枝、麻林、沼

                                                        
1《明太祖实录》卷 53，洪武三年六月戊寅。 
2《大明一统志》卷 89《外夷》。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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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朴儿、加异勒、祖法儿、溜山、阿哇等三十一国。如忽鲁母恩国，“前代无考。本朝永乐三年，
国王遣其臣已即丁等来朝，并贡方物”。 

《大明一统志》对于鞑靼（蒙古）态度最为尴尬和复杂。在《大明一统志》中，蒙古各部被

排在外夷的最后，似乎是“外夷”中最远的“夷”。但实际上蒙古各部却是明王朝最为关注，交

往最多，交战最频繁的“外夷”。元朝灭亡后，退守到漠北的蒙古族主要为兀良哈、鞑靼、瓦剌

三部。终明一代，北元蒙古常与明朝处于武装对峙，为明朝之大患。在明朝统治者眼里，蒙古各

部与其说是“外夷”，倒不如说是“内夷”。他们是昔日的王者，如今却是明朝极欲征服，却又无

法征服，欲统而不可得的“外夷”。尽管“朝廷因而绝之”，但与其他外夷相比，蒙古各部实际上

是一个令人棘手的“内夷”。 
《大明一统志》展现出的天下王朝观与历代汉族王朝观可谓一脉相承，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

代传统大一统思想。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虽然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一统”与“正统”，或者说

“统谁”与“谁统”是其中两个关键问题。“一统”就是“统谁”，讲的是“大一统”的对象。

在论及“一统”“统谁”时，明朝统治者与此前历代汉人皇帝一样都会冠冕堂皇地强调“华夷一

家”“华夷不辨”，华夷均为皇帝的臣民，且“华”与“夷”本是同根同祖，“夷”乃流放于四

裔的华夏，所谓“放四凶于四裔”。
1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2
“华”与“夷”

共同组成王朝，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3
 

在涉及到“谁统”，即谁为“正统”时，传统大一统观中以汉人当皇帝才是正统，但明朝统

治者却认为“北狄”“胡人”同样可以成为正统的中国皇帝。朱元璋认为，帝王能否君临天下的

关键在于是否以德配天，而是不是汉人并不重要。“北狄”“胡人”如果能够得到天助，照样可以

当“中国”的皇帝。但是朱元璋一方面承认蒙古人当“中国”皇帝的正统性，一方面又将元朝皇

帝列为“北狄”“胡人”，说他们是入主中国。这充分暴露出朱元璋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与复杂心

态。而这一切在朱元璋的《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书》中有充分的表述：（1）蒙古入统中国

“实乃天授”。“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
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2）

元朝灭亡“实天厌其德”。元初“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
废坏纲常……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
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
之之时也”。（3）朱元璋建立明朝是“天运循环”。“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
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
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
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4（4）蒙古人是以“外夷”入主“中国”。吴元年十二月，朱元璋

祭告上帝皇祇曰：“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
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5
朱元璋谕徐达等云：“元之祖宗有德格天，抚驭华夏。又尝与省

臣曰：元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尔等父母皆赖其生养，由是言之，亦岂非天命以继宋为生灵主

                                                        
1“放四凶于四裔”见于《史记》《左传》等多个版本。《书·舜典》：“流共工于幽洲(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
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史记》卷 1《五帝本纪》云：“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
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
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
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 

2《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 
3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4《明太祖实录》卷 26，吴元年十月丙寅。 
5《明太祖实录》卷 28 下，吴元年十二月甲子。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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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统？”
1
又云“故元太祖兴于朔方，世祖入统中国，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强为也”。

2
洪武六

年（1373），太祖“命建历代帝王庙于中立府皇城西，仍命于北平立元世祖庙”
3
。洪武七年（1374），

朱元璋于新庙躬祀历代帝王云：“元世祖曰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
被人民者矣”。

4
 朱元璋对入祀帝王庙的帝王作过多次调整，但为了彰显明朝替代元朝的正统性，

始终将元世祖列于帝王庙，同时也将金朝陵寝定时致祭。
5
 只是到了嘉靖年间，由于持续不断的

边患，朝廷上下对蒙古的仇恨愈积愈烈，不得不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将元世祖牌位移出历代

帝王牌位，但即使如此，部分大臣以《春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的祖训和基于“尤崇胜国”

的传统，认为“夷狄”入主中原即可视为“中国”，反对将元世祖牌位撤出帝王庙。
6
 

朱元璋的这一认识与传统大一统观中“以德配天”“有德者君天下”的理念已有实质性不同。

传统大一统观虽然没有公开否认“夷狄”做中国皇帝的正统性，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此
古今不易之大训”

 7
，但实际上不约而同地恪守着“华夷有别”“以华统夷”“以华化夷”以及

“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理念，甚至搬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

排斥“夷狄”做中国皇帝。弘治时南京礼部侍郎尹公直就曾言：“元世祖以胡人入中国，初欲杀
尽中原人，甚至废灭人伦，岂当与尧舜禹汤并列？”

8
 万历时徐学聚编纂的《国朝典汇》记录了

帝王庙建成后，“庙中帝王塑像惟元世祖像出泪痕，透其面。上笑曰：痴搭子，尔失天下，失尔
漠北，所本无；我取天下，取我中原，所本有，复何遗憾？泪遂收”。

9
 这一条虽为笑话，但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朱元璋“华夷之辨”的观念。而这一观念的根基则来源于对汉文化至上的认同，

以及由此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华夏优越感。 

 

三、清朝官方的中国观 

 

（一）清朝官方中国观的形成 

清朝官方中国观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将王朝与“中国”概念合二为一，清朝即中国，中国不再

是清王朝的核心部分，清朝也不再是“中国”加“四夷”的王朝。 

实际上，清朝并不是第一个将王朝与“中国”概念合二为一的朝代。早在魏晋南北朝的前燕、

前秦、北魏以及辽朝时就已零星出现过。元朝官方语境中，“中国”就是指元朝。《元史》卷 208
《外夷一》载： 

十二月，诏谕禃送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实相密迩，故尝诏卿
导达去使，讲信修睦，为其疆吏所梗，竟不获明谕朕心……（元世祖至元）三年八月，命
兵部侍郎黑的，给虎符，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给金符，充国信副使，持国书使日本。
书曰：‘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
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高丽，朕之东籓也。
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
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 

在这封国书中，元世祖明确将大蒙古国与中国相等同，而不是将中国视为元朝的一部分。《元

                                                        
1 计大受：《石林测义》卷 37，《续写四库全书》第 451 册，第 465 页。 
2《明太祖实录》卷 66，洪武六年十一月癸丑。 
3《明太祖实录》卷 86，洪武四年六月。 
4《明太祖实录》卷 92，洪武七年八月甲午。 
5《明太祖实录》卷 111，洪武十年二月己酉。 
6 谈迁：《国榷》卷 55，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3451 页。 
7《明太祖实录》卷 77，洪武五年十二月壬寅。 
8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 42《礼部一》，华文书局 1969 年版，第 3576 页。 
9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 118《礼部》，学生书局 1986 年版，第 1491 页。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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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百官七》载：蒙古皇帝曾于至元二十年（1283）命高丽王设置行省，掌管军兴。大德三年（1299），
又一次命高丽置行省，用中国法治之。元朝宫廷乐章《武成之曲》中有“混一中华”，《威成之

曲》中有“惠孚中国，威靖边庭”的记载。
1
 这些记载均反映出元朝官方将“中国”“中华”等

同为元朝，而蒙古不仅是中国人，更是中国的统治者。只是元朝统治者尚未从理论上深入论述这

一问题，以至于汉人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观，即中国加四夷才是王朝的理念一时无法改变。 

清朝官方中国观在清统一前后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我是中国（明朝）人，到我不是中国（明

朝）人，再到我还是中国（清朝）人。满洲入关前称明朝为天朝，
2
 满洲是受明朝的羁縻管理。

努尔哈赤曾云：“朝鲜王知道，有天朝、你朝鲜、我达子三国”。
3
 这里的天朝即指明朝，时间为

万历三十五年（1607）。这是努尔哈赤羽翼未丰时对明朝的态度。在著名的《七大恨》中，努尔

哈赤亦云：“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可见即使与明朝结怨，努尔哈赤仍视明朝为华夷天

下秩序的中心与共主。女真各部则是处在天下边缘的“东夷”
4
或“国”与“部”。

5
万历四十四

年（1616），努尔哈赤被推尊为“英明汗”，以天命为号。数年之后，努尔哈赤又定国号为后金。

后金势力壮大后，自羽为“北朝”，斥明朝为“南朝”或中国，
6
 开始与明朝平起平坐，甚至视

明朝为“敌体”。《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载：“南朝又说我何敢举兵抗拒”。皇太极在致明朝的

文书中屡屡表示，“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又云：“明国复无一言，明既称为中国，则
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

7
可见皇太极时仍视明朝为“中国”，只是皇太极认

为“中国之主”并非明朝皇帝可以永久独占，他们也有能力和机会参与竞争。
8
 皇太极一方面自

羽为“北朝”，与“南朝”分庭抗礼，但又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北朝”与“南朝”的共主。 

（二）清朝官方的多民族中国观 

1.入主中国 

清顺治、康熙两朝将自己定位为入主中国。他们是赶走“闯贼”，取代明朝成为中国的统

治者。这在顺治元年（1644）十月的告祭天地祝文中有明确表述：“我皇祖宠膺天命，肇造东土，
建立丕基……值明祚将终，奸雄蠭起，以致生灵涂炭，傒望来苏。臣钦承祖宗功德……因兹定鼎
燕京，以绥中国”。

9 康熙皇帝告诫儿子时云：“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
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
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
统。’”

10 所谓入主中国，这与皇太极的中国观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即中国未变，只是换了新

主人。在这一点上，康熙皇帝心目中的“中国观”与元代“中国观”大体一致，即蒙古、满洲不

仅是中国人的一部分，而且是统治者，所以自称中国。康熙皇帝为此东征西讨，倾注了不懈的努

力以巩固建立不久的清政权和获取更为广泛的认同，这一点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有明确的表

                                                        
1《元史》卷 69《礼乐三》；另《元史》乃明人所撰，故其“中国”一词的使用无疑掺杂了明人的理解。笔者曾对

《元史》之“中国”一词的使用做过统计，其总数为 34 处，明确指为元朝的 16 处，指汉族的 5处，笼统所指

10 处，仅限地理概念的 3 处。本文所引用的均为疏奏等原始记载，故能代表元代官方的基本认知。 
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1，见潘喆、李洪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304 页。 
3 黄彰健：《努尔哈赤所建国号考》，《清史论丛》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4《明神宗实录》卷 34，万历三十四年六月壬子。 
5 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2，天命三年四月壬寅，潘喆、李洪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

339 页。 
6 北京图书馆藏：《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见潘喆、李洪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295 页，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7《清太宗实录》卷 2，天聪元年正月己亥、《清太宗实录》卷 18，天聪八年三月。 
8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9《顺治朝实录》卷 9，顺治元年十月乙卯。 
10《康熙朝实录》卷 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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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康熙五十年（1711），在朝廷测绘地图时，康熙皇帝刻意强调东北地区乃“中国地方”，很

显然，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满洲已非常明确地标注在中国东北地区。
1
 

2．“我本中国” 

雍正、乾隆时期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清朝仅靠武力征服已远远不能满足统治中国的需要，

同样，入关以来一直高擎“翦灭闯寇，入承大统”的大旗，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尖

锐质疑，尤其是部分中原士大夫以“华夷有别”，将满洲入主中国视为异族、异类入主的观点仍

有广泛影响，即“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
2
这实际是对“非汉”

政权的正统性提出挑战。 

对于这一问题，清朝统治者难以回避，更无法躲避，只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任务历史地落

到了雍正皇帝肩上。雍正是一位雄才善辩的皇帝，他对于在传统大一统观下如何构建满洲与中国

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辨析，并将清统治者“入主中国”的理念向“我本中国”的理念转变推进了一

大步。综观雍正皇帝对于满洲与中国关系的理论体系主要基于三大方面：一是 “华夷一家”“我
本中国”；二是“清朝即中国”；三是有德者君天下，“夷”也可以统“华”。 

在“我本中国”问题上，雍正皇帝并不忌讳满洲是东夷，且东夷未必是华夏后裔，但他强调

无论是“华”与“夷”，还是蒙古、西藏等都属于中国人，即满洲版的“华夷一家”。所以在雍

正皇帝看来，满洲人原本就是中国人，不存在“入主中国”之说。顺治、康熙时“入主中国”的

定位是模糊的，难以清晰地表述“我本中国”的本意。雍正皇帝认为，中国人之间的高下区分主

要体现在政治上，即德治方面，而不是在地域上。所以同属于中国的“华”“夷”“外藩”等不

应有地域歧视，更不可心存中外之分。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云：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
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
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
臣，罔敢越志者也……我满洲居东海之滨，若言东夷之人则可。今普天之下，率土皆臣，
虽穷边远徼，我朝犹不忍以虏视之……满、汉、蒙古并无岐视，此心久为臣民所共晓。夫
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3 

雍正皇帝在谕内阁时亦云：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
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
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
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
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
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
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
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4 
雍正皇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华夷有别”仅仅限定在地域上，而不是汉人士大夫普遍认

为的族群等身份上。他借用古代圣贤的话进一步论证说： 

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圣帝，而孟子以为夷。文王，
周室受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为夷。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

                                                        
1 赵之恒：《大清十朝圣训》第二册《清圣祖圣训》卷 52，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年版。 
2《雍正朝实录》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3 雍正：《大义觉迷录》，沈云龙教授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另见《雍正朝实录》

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雍正朝实录》卷 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4《雍正朝实录》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0 

贤，不以为讳也……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1
 

在雍正皇帝看来，满洲等边疆民族相对于汉而言的确是异族，但相对于中国而言不是外夷，更不

是外敌。满洲统治者入主中国是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绝不能视作外敌入侵。 

3.清朝即中国 

清朝即中国的概念早在康熙时就已基本确立，经雍正皇帝的阐述，满洲版的“华夷一家”已

成体系。乾隆皇帝虽然没有像雍正皇帝那样长篇大论地宣谕大义，但依然严格恪守着先帝的多民

族中国观，并且将这种多民族中国观进一步制度化，如乾隆皇帝在评断《通鉴纲目续编》时云：

“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

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
2
 乾隆三十二年（1767），当看到永昌府知

府的奏闻中多处将归附清朝写为“归汉”时，乾隆皇帝严厉训斥说： 
且传谕外夷，立言亦自有体。乃其中有数应归汉一语，实属舛谬。夫对远人颂述朝廷，

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
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即如前此平定准夷回部时，如哈萨克、巴达克
山未尝不加传谕。曾有如此荒唐者乎……恬不知耻。3 

乾隆五十五年（1790），福康安曾在奏折中称越南阮光平寄来的蟒袍为汉制圆领。乾隆皇帝

批复说： 
即如前折称，欣慕中华黼黻，在汉口置买蟒袍等语。试思汉制衣冠并非本朝制度，祗

可称为圆领，何得谓之蟒袍，更何得谓之中华黼黻乎。此必系庸劣幕宾拟写摺稿时随手填
砌成文，福康安又不谙文义，未加检点，遽行入告，遂尔错误至此。4 

如果说，在雍正、乾隆皇帝打造的满洲版“华夷一家”体系中还有特别值得提出的贡献，那

就是“中国”的界限被外延到“四夷”，如此，满洲自然就在中国之内。只不过雍正皇帝着重强

调的是“夷”为中国人，而乾隆皇帝则明确强调只有大清可以称中国，清朝乃中国，汉人只是中

国人的一部分，不可以自称中国，更不得将汉人分布区指为中国。 
清朝官方的各民族中国观在帝王庙祭祀中的表现就是“非汉”帝王被逐渐引入到帝王庙内。

顺治初年，清统治者不仅恢复了元世祖的帝王祭祀，还将辽太祖、金太宗列入祭祀之列。乾隆皇

帝继位后曾在增祀帝王时云：“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
西夷，岂可以东系别知乎”。

5
 他甚至指出仅增加辽、金、元三代，而不增加魏晋南北朝以来的

非汉王朝，“未免有左袒之意”，
6
且五代之时“中华统绪，不绝如缕”，于是将魏晋南北朝之五代

十国的非汉王朝统统纳入祭祀范围，这实际上是满洲版“华夷一家”在历史观中的体现，而且也

是对历史上周边民族强大后同样追求一统中国，成为中国皇帝的“大一统观”的赞同。从这一意

义上讲，满洲版的“华夷一家”是对传统“大一统”观的抛弃，但同时也更符合民国“五族共和”

理念以及当今“各民族共建中华”的理论。 

《大清一统志》正是在满洲版“华夷一家”理论指导下编纂的。乾隆五年（1740），乾隆皇

帝在新修成的《大清一统志》御制序文云：“自京畿达于四裔，为省十有八，统府、州、县千六

百有奇，外藩、属国五十有七，朝贡之国三十有一”。
1
乾隆三十二年（1767），传教士蒋友仁受

朝廷委派绘制了一幅《坤舆全图》，其中明确无误地将大清王朝的整个统治地区标名为中国。这

其中既包括由朝廷直接管辖的满洲，归户部管辖的京师十八省，亦称为内地十八省或内地，以及

                                                        
1《雍正朝实录》卷 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2《乾隆朝实录》卷 1168，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3《乾隆朝实录》卷 784，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庚午。 
4《乾隆实录》卷 1351，乾隆五十五三月戊申。 
5《清朝文献通考》卷 119《群庙考》。 
6《清朝文献通考》卷 119《群庙考》。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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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理藩院管辖的被称为外藩的西藏、青海、蒙古、新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所谓外藩是针

对“内藩”而言的。在《大清一统志》以及《大清会要》中，亦有许多被称为“番”的民族居住

在内陆十八省的边缘地带，如甘肃、四川、台湾的番户。
2
所以外藩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2）

外藩与内地之间的界亦可称为边疆，但这是“内陆边疆”，非国界也。光绪皇帝曾谕：“张家口为

边疆要隘。亟应先事筹防”。
3
由此可见，西藏、蒙古、新疆、满洲与京师十八省共同组成清朝

版图。而外藩之外则是属国，属国之外则为朝贡之国，属国与朝贡之国虽不在清朝版图之内，但

它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清朝天下观的外围部分。 

清代官方的各民族中国观在清代官方实录中也有明确的表述。笔者曾经对《大清历朝实录》

之“中国”一词的使用进行过初步的统计，共出现过 1615次，而将清朝明确表述为“中国”的

共出现有 1477 处，占总数 92%，这充分表明在清官方语境中，“中国”即清朝已为绝大多数人

所认可，并成为一种自觉的常态。而且如此含义的中国一词，越往后使用频率越高，如《顺治朝

实录》之中国一词凡 63 见，《康熙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凡 60 见，《雍正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凡

41 见，《乾隆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凡 173 见，而《咸丰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凡 306 见，《同治朝

实录》之中国一词凡 283 见，《光绪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则高达 605 见。这其中的缘由固然复杂

多绪，但对于清朝是各民族中国的认同愈来愈根深蒂固亦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清朝统治者凭借着强势的话语权确立与推广官方的各民族中国观，而各民族中国观的形成与

广泛使用，又极大地震撼和摧毁传统中国观中“中国中心论”“汉文化至上论”以及几千年来得

以形成的汉人强烈的优越感。而这一切的背后流露出的正是满洲统治者对满洲文化的高度自信和

洋溢着高度的自豪感。所以当清朝统治者打破以汉人为中心的地域歧视后，并没有像雍正皇帝所

说“更不可心存地域歧视”，实现真正的地域平等，而是以满洲为中心，实行区别对待。不过，

与以汉人为中心的地域歧视相比，清统治者只是将视为圣地的满洲列为“禁地”而矣，其满洲中

心尚无法与传统的汉人中心相提并论。清朝统治者强调更多的是如何“以夷统华”，而不是“以

夷化华”。在向“化外”之地推广教化的过程中，汉文化一直是清统治者强有力的依托。 

4.“以夷统华” 

在解决了“夷”也是中国人的问题后，接下来就可以讨论“以夷统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如果说“夷”也是中国人的问题奠定了清统治者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那么“以夷统华”，有

德者君天下的理论则是清朝官方多民族中国观的理论核心。而这个核心在雍正皇帝看来，不外乎

两个方面，一个是符合体统问题，一个是德以配天的问题。在体统方面，雍正皇帝认为：“夫中

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也就是说，地域可以将人群划分为“汉”与“夷”，

却划分不出高下。由谁来做统治者，只有天能决定。“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
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
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总之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上下一体,君父臣子之分定于天”。雍正皇帝

认为，清朝统治者虽为满洲，但在体统、用人、德政等方面完全符合儒家“德”的要求，而且表

现得比明朝更为优秀。所以“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莫不尊亲，奉以为主”。

而有些人“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目为外夷……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
谬已极哉”。

4
 

关于德以配天问题，雍正皇帝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的道理。他认为：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

                                                                                                                                                                       
1《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大清一统志序》；另载《乾隆实录》卷 131，乾隆五年十一月甲午。 
2 嘉庆《大清会典》卷 11《户部》。 
3《清光绪实录》卷 110，光绪六年二月甲子。 
4《雍正朝实录》卷 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雍正《大义觉迷录》，沈云龙教授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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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
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
1
 

雍正皇帝援引《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等古训后又进一步论证云：“盖德足以君天下，
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苐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未闻亿兆之归
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惟有德者乃能顺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在

阐述了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的理论后，雍正又将清朝初年各位皇帝的德政展示于众，这在《大义

觉迷录》中有详细的记述。
2
 按照雍正皇帝中国观的逻辑关系：满洲自古就是中国人，中国乃清

朝，中国是各民族的中国；满洲与其他省份一样属于中国的地域，满洲人建立清朝是替天行道，

继前统，受新命，义在正统。清朝拯万民于涂炭，施德政于海宇，敬天勤民，仰承天命，有资格

成为“新中国”的统治者。清朝官方多民族的中国观是对中国观发展的伟大的贡献。 

（三）清朝民间的中国观 

不可否认，就在清朝官方大谈多民族中国即清朝之际，流行于明代的传统“中国”观在清朝

民间仍有着广泛的影响。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指责的吕留良就曾私为著书，阐述传统“中

国”观，而严鸿达、曾静所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
3
正是民间

“中国”观的折射。康熙五十九年（1794），康熙帝谕大学士等云： 
大概中国诸大水皆发于东南诺莫浑乌巴西大干内外，其源委可得而缕析也……汉江源

出陕西宁羌州北墦冢山，名漾水，东流至南郑县为汉水，入湖广界东南流至汉阳县汉口，
合岷江。此诸水在东南诺莫浑乌巴西大干之内，源发于西番，委入于中国也。4 

在这一记载中，中国一词先后两次出现。前一个中国显然指的是包括清朝全部疆域的中国，而后

一个则将西番划归在中国之外。这虽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由于此前已有明确记载：“今大兵得

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可见这后一个“中国”是康熙帝无意中沿用

了民间习惯称呼。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上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其中亦有“查边外自
黄河入中国之处。至于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等，其间水草甚佳，
林麓茂密”的记载。

5
 这个黄河入中国之处，在雍正皇帝《加封黄河之神》的谕旨中也曾出现：

“查河源发于昆仑，地隔遥远，人稀境僻。其流入内地之始，则在秦省之西宁地方……查黄河发

源西番枯尔坤山，经河州之长宁驿流入中国。应令该督委员于河州口外择地建庙，设立神像”。
6
 

乾隆时编辑的《河源纪略》中皇帝云： 
历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淖尔为河源之语。鄂敦为蒙古语，汉语即星宿海也。彼时虽未

考至天池，而中国之河源实由此颇见梗概矣。溯伏流以至蒲昌海盐泽，非河源而何。星宿
海亦盐泽之伏流至青海而出为清水。黄河挟之以流，始为微淡，后为纯黄，是二水本一源，
至中国出地为二色，而终归于一。7 
雍正、乾隆皇帝的这些说法同样是沿用了民间“中国”之说，将汉人之地视为中国。这似乎

与乾隆皇帝之前的论述较大的出入，且类似的提法笔者在《清实录》中仍能查到 12 处之多，虽

不到总数的 1%，但仍可表明民间习惯称谓的影响依然存在。而在《大清一统志》178 处中国一

词的使用中，将汉人居住之地视为中国的用法竟有 109 处，以致成为《大清一统志》对于中国一

词的主要用法。 

                                                        
1 雍正《大义觉迷录》，沈云龙教授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2《雍正朝实录》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雍正《大义觉迷录》，沈云龙教授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3 雍正：《大义觉迷录》，沈云龙教授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4《康熙朝实录》卷 29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 
5《雍正朝实录》卷 20，雍正二年五月戊辰。 
6《雍正朝实录》卷 93，雍正八年四月丁未。 
7《乾隆朝实录》卷 1160，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己酉。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3 

清代西藏上层也有习惯称自己为藏，称内地为中国的现象，康熙十三年（1674），员外郎拉

笃祜、喇嘛丹巴德穆齐从西藏达赖喇嘛处回京后奏称：“臣等奉命行至西宁，厄鲁特墨尔根台吉
拦阻云，前达赖喇嘛往京时，我班禅差人问达赖喇嘛安，中国以为额外遣使，不令行走，故我今
亦拦阻”。

1 同年，“达赖喇嘛疏称，巴忒马三宝瓦巴克什之经，请敕谕中国僧俗勿得诵习”，康

熙降敕：“禁止僧俗概不许诵习”。
2 但西藏属于清朝，这一点清朝历代皇帝都十分清楚。顺治五

年（1648），顺治皇帝对遣使进表的西藏使者云：“朕甚嘉悦。方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
视。念尔西域从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敕诰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
一如旧例不易”。

3 康熙皇帝在论及古代三危时云： 
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能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

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
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哈拉乌苏由其地入海，故曰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4 
这里康熙皇帝明确将藏属三地称为“中国之三省”。光绪谕军机大臣等曰： 
向来哲孟雄自为部落，在后藏界外，不入舆图……况英国正议边界通商，而藏众反设

卡禁绝通商之路，是显与定约背驰。英为与国，于停止入藏一节尚知通情退让。藏为中国
属地，乃竟不知恭顺朝廷，将来设有不虞，国家亦何能于此等顽梗之徒，曲施保护耶。5 
（四）清朝官方中国观的影响 

无论是王朝中国观，还是多民族中国观，都反映出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内容，但前者强调“中

国”的中心与核心地位，没有“中国”则没有王朝，四夷是被“中国”征服的附庸，附庸的多少，

视“中国”之强大与否。所谓“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

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后者虽然也强调统治民族的独尊，但认为中国是各民族共有的地

域。清朝虽然将藏、蒙古、等列为外藩，但其世居之地连同满洲之地与京师十八省统统纳入中国

概念，在地域上是平等的。从现实的角度衡量，多民族中国观更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这一观点

虽然肇始于元代，但清代将其坐实，而民国的“五族共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统一中

国观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遗憾的是，这一观念的演进在西方部分学者中并未得到响应，至

今仍恪守着“中国”即汉族的认识。 

新清史借用了拉铁摩尔内亚视角，将满洲文化归属于阿尔泰文化，而日本学者则将满洲文化

归属于大东亚文化圈，从而强调满洲文化与汉文化的异质性。实际上，内亚视角也好，大东亚文

化圈也好，按照各自的理论体系划分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果过分强调文化的异质性，忽略不

同文化板块之间的互动以及相同板块之间的差异，又会使问题简单化。从中国历史看，北方游牧

民族与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并不亚于内亚民族之间的互动。王朝中国观展现给

大家的是中原民族向周边的扩展，但实际上中国古代周边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一旦发展壮

大，往往不约而同地越过长城向南发展，进入中原或统一中国。在这里东亚文化所处的自然地理

单元显然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个自然地理单元的西部耸立着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等天

然屏障阻碍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向西发展，只有少数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民族才有可能向西

发展，如成吉思汗等。所以尽管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内亚文化的特性，但其向板块外，即

向南发展的欲望较之向板块内，即向西发展的欲望更为强烈。他们从不放弃与中原民族争当中国

霸主的机会，而不是按照板块说各自居守或局限于自己的文化圈中。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少

数民族同样具有大一统观，并不受文化异质的影响，或者说，尽管存在着文化异质，但并不妨碍

                                                        
1《康熙朝实录》卷 48，康熙十三年六月壬申。 
2《康熙朝实录》卷 157，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 
3《顺治朝实录》卷 39，顺治五年六月辛卯。 
4《康熙朝实录》卷 29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 
5《光绪朝实录》卷 249，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壬戌。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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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统一中国。这一点恰恰是东亚民族的显著特点，即东亚民族更侧重于在东亚自然地理单

元内争夺霸权，而不是局限于内亚板块内争夺霸权。争夺霸权的前提取决于谁更具有实力，与文

化异质无关。这也回答了为什么中国自秦朝起就以多民族国家为常态的问题，其根本核心就在于

能否理解中国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大一统观。清朝的建立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大一统观的集

中体现。 

 

四、余  论 

  

明、清两朝中国观分别代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王朝观与以满族为代表的中国少数民族王朝

观。明朝统治者以汉族为中心的王朝观在继承了汉唐以来中国观的基础上，不得不面对元朝“以

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的事实，不仅第一次承认“外夷”也具备统一中国的正统性，实际上也

是对于“外夷”有可能再次统一中国的默许，尽管这不是明朝统治者所期望的。从这一点看，明

朝统治者的中国观是对传统中国观的突破或修正，也可以说是一个进步或发展。清朝统治者的中

国即王朝的大中国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中国观发展的最终结果。中国古代许多少数民族

一向具有大中国观，但就其发展而言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元朝统一之前，这些少数

民族就已程度不同地存有大中国观，但表述的逻辑是：我为“外夷”，但本出华夏或与华夏结亲，

因此有资格统一中国。第二阶段为元、清两朝，表述的逻辑是：“外夷”不一定出自华夏，但均

为中国人，故而统一中国。 

 由此可见，那种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视为大一统的异质因素是一种误解。误解的关键就在于

如何理解“中国”，而明、清的两朝中国观的比较研究恰恰是解释这一误解的努力所在。 

 
 
 
 
 
 
 
 
 
 
 
 
【编者按】 
 今天人们对于清朝历史的印象，似乎在清朝人口的“民族”结构中，“满族”和“汉族”是两个文
化传统截然不同、成员边界清晰固定的两个“民族”。民国晚期激进汉人民族主义者喊出“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邹容在《革命军》中甚至提出要“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甲之满洲种”。
但是大量史料告诉我们，其实自满洲入关时起，所谓“八旗子弟”的大部分其实是汉军八旗。入关
后清朝实行“旗民”分治，但是“旗人”可以“退旗”成为“民人”，民人可以“投充”成为“旗
人”，二者之间的边界始终是动态多变的。本期《通讯》推荐的这一篇论文，生动地展现了清朝属
民在“旗人”和“民人”这两种身份之间的转换现象，充分说明源自西欧的“民族”（nation）概念
绝不能简单地使用在中华文化传统衍生的群体身份认同，清朝是一个多族交流融合的政治共同体。                                   

（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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